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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师培的春秋左传学研究与家学传统

罗军凤

提 要 刘师培继承承家学，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颇有“家法”。但刘师培没有续成家
族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编纂工作，而董理汉儒旧注而成的《春秋古经旧注疏证》，偏
离了家学传统; 刘师培在家学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左传学“礼、事、义”三大课题，分别是对
家学的传承、拓新与偏离; 刘师培对《左传》义例的研究，尤其偏离了家学中不杂今文学说
的根本宗旨。刘师培对家学传统的承继与偏离，反映了晚清古文经学对乾嘉传统古文经
学的深化与变革。
关键词 刘师培 春秋左传 家学

仪征刘氏的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承乾嘉汉学的正统，欲通过语词训诂、典章制度
之学追溯孔孟之道，是为家学。在晚清，仪征刘氏治春秋左传学，颇知治经“家法”，刘师
培是难得一见的颇知治经门径与“家法”的经师。① 乾嘉学术向来不以“家法”著称，“家
法”在一定程度上是《公羊》经学所擅长，刘师培承家学而有“家法”，此一“家法”，不再是
今文学重师承关系的“家法”，而是古文经学遭遇今文学之后深自壁垒的一种手段，表现
为对《公羊》学说多自避讳，不羼杂，不肤引，以避免“自开其罅隙，与人以可攻”。② 刘师
培的“家法”意识使他与今文经学的抗争伊始，便站稳脚跟，不似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经学
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变，一直在苦苦寻求与今文经学抗争的立足点。
刘师培提出《左传》“礼”、“事”、“例”三大课题，其实在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中，就

已出现明显的迹象。《旧注疏证》卷首“注例”宣称“释《春秋》必以周礼明之”，《春秋》之
“义”必“依文与事言之”，所以《旧注疏证》阐发礼制、考订史事，以语辞训诂、典章制度之
疏证见长，不敷言微言大义，体现的是“求道于典章制度”的乾嘉遗风。《旧注疏证》虽不
云“义”，但已提出“例”的研究课题。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隐公七年《传》“谓之
礼经”条下云:“今证经传，专释训诂名物典章，而不言例。另为《五十凡例表》，皆以《左
氏》之例释《左氏》，其所不知，概从阕如。”③所谓“例”，即以条例的形式概括褒贬之
“义”，这与《旧注疏证》“礼”和“事”的疏证不仅在治经方法上迥异，而且在著作形式上，

①

②

③

可参见 1907 年刘师培与端方的通信:“师培淮南下士，束发受书，勉承先业。略窥治经家法，旁
及训故典章之学。”转引自万仕国:《刘师培年谱》，扬州: 广陵书社 2003 年版，第 140 页。

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隐公七年《传》“谓之礼经”条: “贾、服间以《公》、《谷》释《左传》，是自
开其罅隙，与人以可攻。”北京: 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，第 42 页。

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，北京: 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，第 42 页。



刘师培的春秋左传学研究与家学传统 9

也应与疏证体大不相同，故亦不便加入进《旧注疏证》中。“礼”和“事”的疏证在治经课
题与治经方法上体现的是乾嘉学风，《旧注疏证》即在这个意义上是《春秋左传》学领域乾
嘉学术的集大成之作，而刘文淇提出的“例”的课题，则偏离了乾嘉学风，但却与嘉、道之
际，诸多学者欲研究《左传》之“例”的心迹相合。《左传》“例”的课题的提出，与公羊学的
兴起有至关密切的联系。《公羊》经学讥讪古文经学琐屑饾饤，非关大义，并且以其“义
例”治经的方式，显现出理论的逻辑性，一时吸引了许多信众。今文经学大势流行之后，
古文经学亦寻求与《公羊》今文经学相对抗的理论体系，以阐述乾嘉汉学一直未表著文字
的微言大义。刘文淇所提出的“以《左氏》之例释《左氏》”的原则，即属意于与今文经学
各自为营，今古文相争之势表现得非常明显。刘文淇于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之外另作
的《五十凡例表》，不传于世。其子刘毓崧曾作《春秋左氏传大义》，探讨《左传》的义理，
亦无传于世。著作无表，但勿庸置疑，刘氏家族已经把“例”的研究以及义理的阐发放在
一个重要的地位上。刘师培的家学传统中既有乾嘉学术的旧有传统，又有超出旧传统的
内容。
在晚清，刘师培是少数几个继承乾嘉汉学传统的学者之一，他潜心于利用东汉古注注

释《左传》，不仅用东汉古注作语辞训诂，亦用东汉古注阐明《左传》义例。利用东汉古注
治经，由惠栋首倡，在乾嘉时期蔚为风气，但乾嘉学者一般利用东汉古注作“典章制度”、
语辞训诂之学，而刘师培开始发掘不被乾嘉学者所重视的东汉古注中的义例之学，以适应

与今文学抗争的需要。而且刘师培重新阐释了《左传》“礼”、“事”、“例”等三大课题，重
新阐释的出发点在于与今文学抗争。和刘氏三代萃一生之力疏证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
证》不同，刘师培的春秋左传学所成就，不在《左传》“礼”和“事”的疏证上，而在《左传》
“例”的发明上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刘师培在更深、更广的程度上与今文学相抗争，提出了许
多有开创性的课题，这无疑使他成为晚清春秋左传学的殿军。
刘师培继承了刘氏家族的治经“家法”，这使他在今古文之争中立足点鲜明，但由于

学术趣味与治学方法的改变，他未能续成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家族伟业，在家学的
基础上所提出的左传学“礼、事、义”三大课题，分别是对家学的传承、拓新与偏离，尤其在
《左传》的义例问题上，刘师培的治经方法及最终成果，偏离了家学中不杂今文学说的根
本宗旨。

一 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工作

刘师培的先祖留下《左氏长编》八十卷七大本，但后来不知去向，刘师培曾经自言赓
续家传《春秋》绪业，他的叔辈亦以为他在戢理《左氏长编》，但后来，先人的《左氏长编》
不知去向，刘师培终究不见有片言只语的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存世，所以有人说刘师
培泛滥无所归，家学早已不闻不问，对他未续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颇有苛责。① 而又
有人认为《刘申叔遗书》内所收《春秋古经旧注疏证》为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雏形，
实则《古经旧注疏证》另成统系，与家学已无关联。笔者于此欲申辨者，在刘师培确实有
整理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意图，而彼时《左氏长编》已失; 而被人误解为《春秋左氏传
旧注疏证》续作的《春秋古经旧注疏证》，其实是对家学的偏离。

① 杨向奎:《清儒学案新编》( 六) ，济南: 齐鲁书社 1994 年版，第 43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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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师培虽然没有续成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，但从章太炎与刘师培的书信中，我们
可知刘师培在二人认识之初，即 1903 年，即在准备《春秋左氏传》的旧注疏证工作。章氏
劝刘师培续继祖业，为刘师培作新疏提供了很多建议，霭霭长者，拳拳教诲之心，溢于言

表。1903 年第 2 书云:“若乃《正义》之作，亮有数难，刘、许诸家，多义例而少训故，然其例
犹大体相似; 仲师、子慎多训故而少义例，其训故又多乖异，侍中兼之，亦申己义。治经者
既贵其通，亦贵有别，不容以仲师之言蔽子骏，以侍中之言蔽仲师，家有异义，又不容唯阿

两可。至夫古义无徵，而新说未凿者，无妨于疏中特下己意，乃不为家法所困。”①章氏所
指《正义》即指他想看而未曾寓目的《左传》新疏———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。此书当时
未付刊印，世人知之但不得见，章氏径以《正义》称之。章氏为刘师培分析东汉刘歆、许
慎、郑众、贾逵、服虔诸儒之说，辨明新疏所应持的著述体例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刘师培确实
在做《疏证》，但汉注采辑未备，刘氏面临着甄别去取的问题。可以肯定，刘文淇手编《左
氏长编》于贾、服、郑三家义为多，多不涉及刘贾、许、颍等人的义例。若《左氏长编》盈握
在手，章氏所建言汉注各家长短则落为空言; 若刘师培不是在做《旧注疏证》，章氏所云
“《正义》之作”则言无所指，刘师培采辑汉注亦属多举。而 1903 年的刘师培正在做早期
的资料清理工作，则先祖《左氏长编》于此时已不存于世。刘师培的叔父刘富曾云刘师培
曾经“戢理《左氏长编》”，大抵指刘师培自行编理《左氏长编》。

从刘师培拟采用的汉儒旧说看，刘师培治《左传》，已超越其家学。《春秋左氏传旧注
疏证》以东汉贾、服、郑三家为主，而刘师培除贾逵、服虔以外，还注重刘歆、许慎、颍容等
人。刘许贾颍诸家的相同之处，诚如章氏所言，多言义例、褒贬，而刘师培对这些义例颇为
赞许。《读左答记》云贾逵义例来自先师，左传学所本有，要之，东汉其它诸家义例也可如
此看。表面上看，刘师培采辑汉注，继承的是家学的路子，但实际上暗地里废弃了家学采
汉儒旧注以明训诂典章的的初衷，而注目于汉儒训诂中的义例体系，所以重训诂典章的郑

注不予论列，贾、颍、许、容诸家取而代之。
《春秋古经旧注疏证》是刘师培采用义例颇多的刘、贾、许、颍诸家说的具体实践。我
们不难看出《古经旧注疏证》与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不同之处，《古经旧注疏证》关
注家学所不关注的事情褒贬，传统古文经学寓褒贬于叙事的取向，被善言褒贬的汉注代

替。刘师培的汉注辑采，已偏重义例而非训诂。
1906 年岁末第 5 书，章氏云刘师培未将精力全放在家学左传学身上，告诫他“泛滥群

籍，未若专精一家。”劝勉他当以家传贾、服之学为重，“载德年力鼎盛，必当比辑成书”，不
宜学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“率尔操觚，自矜博览而已。”②1906 年冬，章氏第 6 书又一次提
起各家汉注的优劣:“汉世以《左氏》名者，不止贾、服二公，贾( 谊) 、马( 迁) 、二刘，下及司
农( 按: 郑众) 父子，其训诂皆略可诠次。前四公同睹古文，义据确凿，二郑、贾、服渐有粗
疏。所据多家，而又摭拾不具，非如毛、郑二公原书具在，是当择其善者，列为之注，其异说

①

②

章太炎:《章太炎再与刘申叔书》，原载《国粹学报》1903 年第 1 号，收入《太炎文录》卷 2 时，改
题《与刘光汉书》。章太炎与刘师培的 7 通书信，其内容及顺序安排，均遵照李勇编: 《章太炎书信集》，

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。

章太炎:《某君与某书》，原载《国粹学报》1907 年 1 月 4 日，丙午年第 12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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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于疏中驳之可也。其先儒所未具者，自下己说，列于疏中可也。”①刘氏家学以贾服之学
三者为中坚，章太炎提出贾服亦未尽汉学之全部，故劝他做新疏时，还要考虑西汉刘向父

子、司马迁、贾谊，指出新疏所据汉注有多家，“而又摭拾不具”，当“择其善者，列为之注”，
可进一步证明刘文淇的《左氏长编》已不存于世。章太炎在系狱三年之后与刘师培老调
重谈，也可证刘师培的新疏工作并无实质进展。而刘师培尝作《春秋古经笺》，笺，顾名思
义，简明扼要，自然不及《疏证》的详瞻，章氏以刘氏《旧注疏证》之家学期待于刘师培，故
责刘氏“率尔操觚”，殊不知刘师培在此时，已经发生学术的转向，以明《春秋》的褒贬义例
为尚，已不再专心于训诂语词的训释。
刘师培最终未如章太炎所期，没有著成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，最为重要的原因乃

在他作为古文经师，治学方法与治学旨趣已经发生转移。刘氏先族虽然以《春秋左氏传
旧注疏正》取声扬名，但刘师培对《疏正》所采取的训诂体制的评价不甚高: “前世为类书
者( 《御览》、《类聚》之类) ，散群书于各类书之中; 清世为义疏者( 正义) 之类，又散各类书
于经句之下。”②对训诂的零碎不成体系公然叫板，此处虽然不是针对《春秋左氏传旧注
疏证》，但《疏证》确是其反对的著述体制无疑。刘师培反感训诂类著作，相反，对于宋代
理学和清代《公羊》经学的义理通贯以及条例森严，倒很是推崇，《近儒学术体系》《南北学
派不同论》等篇章中有所表现。加之西学的传入，使刘师培具有更多学科体制的意识，早
期《周代学术史序》、《经学教科书》等著作即是他自觉运用西方学科的意识归纳中国学术
的著作。观刘氏著作，注疏类的著作绝无仅有，《春秋古经笺》虽是旧笺，但最终亦形成总
结性的文字，即《春秋左氏传日月例考》等篇; 采取旧式训释体制的著作———《春秋旧经疏
证》仅成三纸，便已煞尾。刘氏为与今文学抗争，且为古文经学寻找出路，使用最多的是
著述体式的著作，经常就一个论题，相对集中地予以阐发，这种著述方法，已接近现代学术

的著述体制，而与传统古文经学体制迥异。
传统古文经学为考订而考订的训诂著作在刘师培处已无迹可寻，刘师培将自己与传

统古文经学分道扬镳的关键解释为民族革命。1907 年，刘师培第二次与端方通信，这样
讲自己年青时投身政治的热情:

师培淮南下士，束发受书，勉承先业。略窥治经家法，旁及训故典章之学。意欲
董理故籍，疏通证明，以步戴、段、阮、王之后。适时值艰虞，革命之说播于申江，揭民
族主义为标，托言光复旧物。师培年未逾冠，不察其诬，窃以中外华夷之辨，默合于麟
经。又嗜读明季佚史，以国朝入关之初，行军或流于惨酷，辄废书兴叹，私蓄排满之
心。此虽由于《苏报》之激刺，然亦以家庭多难，泯其乐生之念，欲借此以祈遄
死也。”③

虽然对往昔革命一笔否定，但是弃传统古文经学，投身于书桌之外的心迹仍表露得很清

楚，这段史料不容我们置疑。刘师培投身于革命，最主要的事件是 1903 年与章太炎在上
海订交，彼时，正是“革命之言播于申江”，刘改名光汉，即“托言光复旧物”的意思，为种族

①
②

③

章太炎:《某君与某书》，原载《国粹学报》1907 年 2 月 2 日，丙午年第 13 号。

蒙文通:《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》。见廖幼平编: 《廖季平年谱》，成都: 巴蜀书社 1985 年版，

第 148 页。

转引自万仕国:《刘师培年谱》，第 14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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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的信念所致。1903 年，刘与章氏通信时犹论及“左传正义”的著述体例，而此后“左传
正义”的工作遂湮没无闻，不能不说是身系革命的影响。因为刘师培卷于政治的风波之
中，颠沛流离，兼《左氏长编》之不存，缺少编纂的客观便利条件，这使刘师培没有时间和
精力投入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工作。

二 左传学三大课题的提出

刘师培提出复兴左氏学的三个研究课题: 即礼、事、例。这三个课题的提出，是为了应
对左氏学不盛的情形，最终目的是打破今文学家的谰言，重建《左传》古文学的兴盛局面。
这三个课题的提出，是其家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致用。《左传》学三个课题本是其家学的
组成部分，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虽没有明文提出《左传》研究的三个课题，但事
实上，刘文淇将贾、服、郑三家汉注的疏证工作分为三大类: 即礼、事、例，试分别言之如下:

1、礼。刘文淇奉行“典章制度明，则其道自明”的宗旨，将“礼”作为圣人微言大义的
载体，“周礼者，文王基之，武王作之，周公成之，周礼明，而后乱臣贼子乃始知惧。”①则周
礼是实现《春秋》微言大义之大端，刘文淇“说《春秋》必以周礼明之”，即为此。这一点与
今文经学言“殷”之礼处于敌对。

2、事。事是《左传》的主体，也是《疏证》名物、地理训诂的趋归。刘氏奉行“事明则褒
贬自见”的信条，对《左传》之事的疏证，止于语词训诂; 这是古文经学的传统治学领域。

3、例。例与礼、事的研究持不一样的方法。“礼”、“事”的研究坚持历史再现的原则，
而“例”则直接阐发《左传》的褒贬书法，与《疏证》的全书著述体例颇有不合，刘文淇打算
另行撰述，故《疏证》尚未及此。传统古文经学未注意及“例”，刘氏对“例”的注目，并把
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，受今文经学义例研究的启发。
刘师培对《左传》三大课题的研究，对家学有承继，有拓新，亦有偏离，试分别言之:
“礼”的研究。与家学毫无二致，不过刘师培的主张更明确化。1913 年，刘师培著《春
秋正名》一文，认为自古“史记”与“周礼”同名，那么，在春秋学中，全面阐发礼制则是题中
应有之义。除了在《左传》中寻找与《周官》相关的礼制并证二者不伪之外，还要在《左
传》中搜寻佚礼，以全面恢复春秋时的礼制。
“事”的研究。刘师培的“事”的研究，不再表现为注疏体制的言辞训诂，而转为搜辑
先秦两汉诸典籍中所征引《左传》之事，以明《左传》的流传，证《左传》之不伪。“事”的研
究这一项，刘师培没有注疏体式的著作，但《司马迁述左传序例》、《左传学行于西汉考》、
《周秦诸子传左传考》等篇章考证《左传》在先秦、西汉的流传考，颇为经典。

“例”的研究。以《左传》之“例”为代表的微言大义的研究在 1910 年以后，几乎成了
刘师培《左传》学研究的全部。1909 年至 1911 年，刘师培相继写了《春秋古经笺》《春秋
古经旧注疏证》等研究春秋褒贬的著作，1912 年《春秋左氏传答问》等不离《春秋》的微言
大义。1910 年起，刘师培开始发表他的义例研究成果，1910 作《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
考》，1912 年作《春秋左氏传古例考序略》( 收入《刘申叔遗书》时，改题为《春秋左氏传古
例诠微》) ，1913 年发表《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》，1916 年著《春秋左氏传例略》，民国期间
还著《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》，一系列研究义例的文章，力图通过“条例”系统地、科学地阐

① 刘文淇等: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卷首“注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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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《左传》的微言大义。
通过对比可知，刘氏家学中，《左传》三个课题中，“礼”直接针对《公羊》学说，“例”受

《公羊》学说启发，但无著作传世，“事”的研究遵循古文经学的旧有学术规范，与公羊学的
论争无直接关联，而刘师培的三大课题，无一不与《公羊》经学的对抗有关。刘师培以春
秋时期的礼制对抗《公羊》经学的礼，以《左传》的授受流传证《左传》之不伪，以《左传》的
微言大义对抗《公羊》学说的微言大义，刘师培对家学三大课题的调整，体现了刘师培面
对日益强大的今文经学时，所强化的古文经师的“家法”。

三 《左传》义例的探讨

对《左传》义例的探讨是家学的研究课题之一，刘氏先祖没有来得及义例的研究，刘
师培的义例研究偏离了家学规定的旧路。刘文淇认为贾服等人杂引《公羊》之例为自晦
其学，与人以可攻，①不为贾服等人讳，但刘师培却认为汉儒阐发的义例亦本《左传》原
有，东汉诸儒的义例被珍视。《读左剳记》:

注《左传》者，惟贾君于《传》文所载凡例外，稍明义例，后儒议其杂入《公》《榖》
之义例，为自淆家法，实则《左氏》自有其义而贾君传之，非贾君自为合并也。②

此语出自乃祖刘文淇，但已暗渡陈仓。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注例之三:
褒讳抑损之义，三传所传《春秋》皆有之。注《左氏》者，惟贾君尚存梗概，后人议

其杂入《公》《榖》之说为自淆家法。实则《左氏》本有其义，而贾君传之，非贾君好为
合并也。③

刘文淇所言在“褒讳贬损”，即随事而生的道德评判，认为《左传》与《公羊》《榖梁》都
有道德评判，三传对同一事件的看法有相同之处，同出于先秦春秋学，不存在抄袭与被抄

袭的关系。刘师培所论专在“义例”，与刘文淇所言“褒讳贬损”，一为经学，一为史学，属
不同的研究领域。褒讳贬损，附属于史事，义例，以理论体系自重，研治的方法和态度，都
不能相同。刘师培变通刘文淇的话而私下里讲经学的理论体系，已经偏离家学的旧路。

在具体的问题上，刘师培与刘文淇的阐释已有根本不同，举《左传》宣公元年经文“三
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”的训释为例。此句服虔有注，云: “古者，一礼不备，贞女不从，故
《诗》云:‘虽速我讼，亦不女从。’宣公既以丧娶，夫人从，亦非礼。故不称氏，见略贱之
也。”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考证服氏“非礼”之说本《左传》先师，并非效《公》
《榖》二传“讥贬姜氏”之说; 三传对此事都著贬辞，但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从书法发微言大义，
《旧注疏证》从礼制讲褒贬。刘师培《春秋古经笺》于此句经文不问服虔之说的出处来源，

而着意发挥《春秋》的书法、凡例，明此处夫人姜氏去氏为贬。这种治经方法与家学相去
何其远，而与《公羊》《榖梁》何其近。《春秋古经笺》:
凡卿为君逆例，书以‘夫人至’，以从下以上之词，故必去族。公子翚逆女，不书

‘以至’者，以公受之于让，此变例也。妇者，有姑之词，不书‘妇姜氏’者，公以丧娶，

①
②

③

刘文淇: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隐公七年“谓之礼经”条下，第 42 页。

刘师培:《读左剳记》。见刘师培著: 《刘申叔遗书》，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第 293

页。

刘文淇: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卷首“注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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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人不能以礼自固，故《经》贬夫人，以著公恶。哀姜丧归，去姜书氏，此则去氏书姜，
彼为罪轻之贬，此为略贱之称，其义固互明也。夫人至，例月。
我们可以将《公羊》《榖梁》此段的传文罗列，以资比较:

《公羊传》: 夫人何以不称姜氏? 贬。曷为贬? 讥丧娶也。丧娶者，公也，则曷为
贬夫人? 内无贬于公之过也。内无贬，于公之过，则曷为贬夫人? 夫人与公一体也。
( 注: 耻辱与公共之，夫人贬则公恶明矣，去氏，比于去姜，差轻可言，故不讳贬夫人。)
《榖梁传》: 传其不言氏，丧未比，故略之也。 ( 注: 夫人不能以礼自固，故与有
贬。) 其曰: 妇缘姑言之之辞也。遂之挈由上致之也。( 注: 上谓宣公)

《春秋古经笺》:“夫人不能以礼自固”，出自《榖梁》，“《经》贬夫人，以著公恶”，出自《公
羊》。刘氏于此处的书法阐释可谓周详: 有凡例，又有变例补充说明之; 有去氏之贬，又用
书氏之贬补充说明之，则《春秋》之例条理颇具，在在浑通。可以说，汉儒义例之说，经刘
师培匠心独具地运用，变得圆通融贯。之所以能融通，要在刘师培借鉴了《公羊》《榖梁》
的义例，运之以古文经学“以经释经”时通贯前后的方法，所以刘氏义例，较今文义例更具
条理，更有逻辑。刘文淇的家学，排斥杂今文之说的汉儒义例学，即便汉儒与今文义例似
有关联的，都要多方证明其来自《左氏》先师，而非采自《公羊》《榖梁》，刘师培却拣起了
汉儒义例之说，明显采今文义例，偏离其家学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刘师培偏离家学做义例研究，源于他的学术趣味，不甚重汉儒训诂，却重汉儒义例。

章太炎说刘师培“雅好闻望，不台于先。”①这里说刘师培“不台于先”，善守家学，当专指
刘用汉儒旧说，与家学同，这点与章氏融通汉注与魏晋旧注有异。同是治理汉儒旧注，刘
氏家学不取义例，刘师培主取义例，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传统古文经学专讲训诂而不言义

理，刘师培治学，汉宋兼采，并不排斥义理。但刘氏的义理，绝非宋学的义理。刘师培认
为，宋儒之章句学“疏于考核，例非汉儒之例，说非汉儒之说，图非汉儒之图”，②以汉儒之
学为准，讥宋儒之学术荒疏，在这一点上，刘氏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学家。刘氏著
《汉宋学术异同论》荟萃汉宋之说，以类区别，稽析异同，讨论得失，厘析汉宋学术异同之
后，得出的结论偏向于汉学，因为宋学义理多出于汉学，宋学讥汉学不崇义理，是宋学“忘
本之失”。③ 所以在刘师培理论中，汉学是宋学之源，汉学，因其讲义理而受尊重。这与
“汉学重训诂，宋学重义理”的传统观念形成反差。刘氏拒斥引用宋学皮附义理的肤浅举
动，而引汉儒之说阐发义理。刘师培的义理学说，仅由汉注通之，但已不限于传统古文经
学所推尊的贾、服、郑三家注，而是转而求之于刘、许、贾、颍之学，刘师培的汉学，言训诂为
少，而所言褒贬、义例滋多。
刘师培反对宋儒弃汉儒之例于不论而空衍义理，所以他的汉学研究，着重发明汉儒以

条例治经的特点。他说:“汉儒治经，恪守家法，解释群经，然治学之方，必求之事类以解
其纷，立为条例以标其臬。或钩玄提要而立其纲，或远绍旁搜以觇其信。故同条共贯切墨

①

②

③

章太炎:《太炎文录》卷 2，原载《国粹学报》丁未年第 4 号( 1907 年 5 月 31 日) ，题《某君与某
书》。

刘师培:《汉宋学术异同论·汉宋章句学异同论》。见刘师培著: 《清儒得失论》，北京: 中国人
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215 页。

刘师培:《汉宋学术异同论·汉宋义理学异同论》。见刘师培著:《清儒得失论》，第 21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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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绳，犹得周末子书遗意。”①汉儒的条例治经是一种可贵的治学方法。而东汉贾逵、颍容
治《左氏》，咸先作条例，近世戴震治经，多有条例，合于汉人之学派，②犹为刘氏所首肯。
所以引汉儒旧说，即多引其条例之内容，自是刘师培所乐于蹈习的。
刘师培作《左传》义例的研究，亦与整个学术环境有关。晚清治经注重条例。义例治

经，即用条例的方法推求微言大义，其最具革新意义的地方在以条例为基础的逻辑化的方

法，对专事零碎训诂考证的古文经学做出校正。刘师培看重汉儒治经条例，当受其从兄刘
师慎的影响。师慎年长刘师培三岁，刘师培在为刘师慎所写墓志铭中说到刘师慎一生专
攻春秋左氏学，喜贾、服、颍等人的义例，③所以刘师培之重汉人义例，绝非空绝来风。
治经重义例，是今文学兴起之后颇为流行的一种治经方法。刘师苍治经，是否受今文

经学的影响，不得而知。刘师培认为“清代汉学未必即以汉儒治经之法治汉儒所治之
经”，④最显要的区别在于，清代汉学舍弃了汉儒( 经古文家亦援条例治经) 的条例治经方
法。条例治经作为一种方法，对刘师培来说，不仅意味着受经今文学的刺激而起，而且意
味着自觉地承继汉儒传统。这种学术自觉，使他偏离了家学，遥承汉儒。1912 年，刘师培
在四川国学院任教职，曾告诫国学院的学生( 蒙文通) 曰: “经术有家法，有条例; 《诗》
《书》者，有家法，无条例;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者，有家法，有条例。”⑤1913 年，他在给别人开具
的国学入门书中，除家法的强调之外，还强调义例，煌煌具列今文经学张惠言的易学著作、
刘逢禄的公羊学著作，云张氏《周易虞氏义》、《周易荀氏九家义》、《易义别录》“于汉儒易
学条例，搜集略备，仅阅此书，其他谈《易》之书均可缓阅”，⑥于刘氏《公羊何氏释例》下
云:“条理秩然，古茂可观”。⑦ 看了这份入门书目，人们会不自觉地将其与刘师培今古文
兼采的学术风格相联系，其实，刘师培看重今文学说，最着意处，在其“条例”、“条理”，这
是经学所必不可少的，也是每一个识治经门径的人所必定认同的。章太炎认为经师必须
具备六种品质，其中之一云“守凡例”，即以条例治经。
刘师培的《左传》义例观，是以否定杜预的义例观为基础的。杜预将《春秋》义例单纯

地理解为史例，刘师培认为《春秋》不仅为史书，而且是经书，《春秋》义例，当有史例和国
例之分，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，主要存在于国例当中，杜预“谓《左传》凡例即周公所定之
《礼经》，是混史例于国例之中也。”⑧《春秋左氏传例略》说杜预褒贬不得《春秋》褒贬之
要领，并列举杜预义例之失凡二十条:

杜说之误，属于训诂典制者，其失小，属于义例者，其失巨。爰稽其失，厥有廿端:
以经传为误，一也; 经阙，二也; 经例文，三也; 传写失之，四也; 无义例，五也; 经直因史

成文，经用旧史，六也; 书法一彼一此，并仍史旧，七也; 史言其实，所书非例，八也; 史

①
②
③

④
⑤
⑥
⑦
⑧

刘师培:《汉宋学术异同论·总序》。见刘师培著:《清儒得失论》，第 209 页。

刘师培:《汉宋学术异同论·总序》。见刘师培著:《清儒得失论》，第 210 页。

刘师培:《仲兄许仲先生行状》:“治汉儒经术，殚精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博综贾、服、颍三君条例。”转
引自万仕国著:《刘师培年谱》，第 225 页。

蒙文通:《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》。见廖幼平编:《廖季平年谱》附录，第 149 页。

蒙文通:《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》。见廖幼平编:《廖季平年谱》附录，第 149 页。

转引自万仕国:《刘师培年谱》，第 217 页。

转引自万仕国著:《刘师培年谱》，第 218 页。

刘师培:《读左剳记》。见刘师培著:《刘申叔遗书》，第 30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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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书，九也; 史异词，十也; 史略文，十一也; 史缺文，十二也; 史失之，十三也; 经不书，

因史旧法，十四也; 史承告词、书策，春秋承策为经，十五也; 告词略，十六也; 书名不书
名，从赴，十七也; 以某事告故时史因以为文，十八也; 不书悉，由不赴，十九也; 不书

悉，由不告庙，二十也。窃以杜说这误亦有自来。盖由以常识测经，使经说悉趋平易，
用是荡汉说之篱藩，抉前儒之阃奥，其旨弥浅，其谊弥乖。上偭师傅，下从经诟，说经
之舛，百世莫能解也。①

二十条意见集中了古文经学对杜预义例的不满，对杜预义例的条条指责，可谓穷形尽相，

究其实，二十条意见辐辏于一: 杜预以史书看待《春秋》，以史家实录看待《春秋》书法，抹
煞孔子的笔削微旨，所明书法，前后横绝，比比皆是。杜预视《春秋》为史而非为经，使刘
师培大不满。刘师培力图参考经传前后文，融通旁贯，以明孔子《春秋》一经的褒贬。阐
释《春秋》之义的过程中，使用最多的仍是《春秋》经文本身，而《左传》在《春秋》义例的研
究中，所起的作用并不大，所以《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》等著作以《左传》为名，实际仍
是在直接阐发《春秋》的义例。刘氏家族“以《左氏》之例释《左氏》”的初衷，似乎落空。
以刘师培的绝人之姿，尚不能发明《左传》的义例，似足以说明《左传》古文经学的义例研
究，在今文学的强大攻势下，捉襟见肘，难以为继。
刘师培《左传》义例研究的意义，在于使刘氏家族及传统古文经学微言大义的追求落

到了实处。这个义例，一不来源于《公羊》、《榖梁》义例，而可标榜为《左氏传》所独有; 二
不同于今文学家的异议可怪之论，力求平实、系统而有说服力; 三不同于与今文学立异的
杜预之义例，而来自汉儒旧训，并加以刘氏的阐释和发挥。刘师培的义例研究由此具有双
重意义，一藉以与今文学相抗争，二用以终止杜预义例在春秋左传学中的地位和作用。但
刘师培的《左传》义例，虽标榜为《左氏传》所独有，但免不了“杂采”、“肤引”今文学之讥，
而对杜预义例某些合理因素的抛弃，也使他的义例之学缺少应有的兼容。
义例治经，是东汉后期经师逐渐形成的一种治经方法，它的出现，使经学摆脱了神学

的虚妄和谶纬的泥淖。它务使经学摆脱语词训诂的零碎而呈现出一种条理化、逻辑化的
说经方式，这是经学的内在变革。随着经学退出历史舞台，古文经学对应对今文学而提出
的“义例”的课题，已与我们生疏，离我们远去了。

结语

刘师培对家学的承继与偏离，实际是在今文经学的压力之下，对清代乾嘉汉学的承继

与变革。他的偏离———抑或说变革处，都在乾嘉汉学所深讳言的《春秋左传》的义理学，
而刘师培在《左传》义理上的建树最终挽回不了经学的穷途末路，而刘师培承继家学，在
《左传》传统研究领域———“礼”和“事”上所做的开拓与建树使他有功于清代左传学厥
大，足使他立于学者大家之林。

( 作者通讯地址:罗军凤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710048)
( 责任编辑 晓 思)

① 刘师培:《春秋左氏传例略》。见《刘申叔遗书》，第 346 页。


